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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精神病的負面標籤甚麼時候造成最大的傷害﹖
香港精神病患者受到的結構性歧視
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李誠教授
精神病患者被加上負面標籤的現象非常普遍，一直對病患者、其家人、同事、僱主以至社會帶來歧視經驗和其他負面後果。雖然我們經常把對精神病的負面標籤歸究於公眾的負面態度，但由於大部份精神病患者都可以隱瞞其病情，單單是其他人的負面態度未必會構成歧視經驗。反之，負面標籤是在個別結構性情況下逐漸滋長，其中有些頗為明顯，有些則較隱晦。在充滿結構性歧視的環境中，精神病患者很難長期避免公開個人的患病歷史，而透露病情後生活很可能會受到威脅。因此，單靠糾正公眾的負面態度，不足以抗衡負面標籤在個別情況下帶來的歧視經歷。今天我用兩個香港常見的歧視情況為例，說明無知、長久以來的偏見加上結構性的不平等如何損害精神病患者的生活，也令歧視者承擔沉重的代價。首先是精神病的治療制度。不適當的健康政策、資源分配及服務機構不足，令病人得不到最好的治療條件，亦不願持續接受治療，反而增加精神病患者對社會造成的負擔。其次是對患精神病僱員的醫療保險設下極嚴格之限制，不單令個人受磨難，同時也降低整個機構的生產力。然而，本人認為，減低結構性歧視可帶來三贏的局面（即個人、機構及社會）。我在此要求制定多層次、多界別及可持續的措施，以處理負面標籤及結構性歧視所帶來具傷害性的後果。
